
回顾自己的人生， 蒋学模是心
满意足的。 他曾经说：“人的一生能
经历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 ，是
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当历史演变的
脚步同个人追求的价值目标相一致
的时候，其欣慰与满足，更是不能用
言语来表达的了。 ”作为我国政治经
济学的奠基者之一，出生于1918年
的蒋学模目睹了旧中国的满目疮
痍，等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着中
国如何一步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迈进，而他也把自己的学术生命，

全部融解于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波
澜壮阔的时代变革中，“为这理想的
大厦添上了一砖一瓦”。

与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一样 ，蒋
学模最初也是出于 “朴素的无产阶
级热情”，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能守旧，不怕
守旧。 ”正如他的座右铭，从传统中
走来，他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并
不拘泥于传统， 而是根据中国的实
践经验不断创新， 为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注入了时代养料———首版于
1980年 ，面世以来不断修正 ，再版
13次的 《政治经济学教材 》便是最
好的例证 。 这本教材累计发行达
2000万册，创造了社会科学教育普
及成果之最，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
数代大学生必读的教科书， 直到今
天仍在使用。

蒋学模曾说：“走上以政治经济
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毕生的选择 ，

不是偶然的， 这同我所处的时代条
件有关。 ”

1918年，蒋学模出生于浙江慈
溪。6岁时，随父来到上海。他的父亲
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 这份工作
固然让他家不愁温饱， 但成长于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积弱积贫
的现实让年幼的他感到异常苦闷 ，

期盼着“中国这头睡狮早早醒来，不
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 ”

同时，他还有另一个烦恼，那就
是害怕家人失业。一次，他的父亲算
错了一笔账，虽然只是几分钱的事，

但还是受到了银行的警告处分。 这
也引发了家人的恐慌， 因为万一父
亲因此失了业，他们兄弟姊妹3人都
得失学。虽然最后是虚惊一场，但家
里还常常有失业的亲戚和同乡来
访，请求为他们介绍工作。身边亲人
们的际遇， 也让他期望着能有那么
一天，“中国人人都不愁失业， 人人
都有工做，人人都有饭吃”。

儿时的两个苦恼和愿望， 最终
演变成了四个问题：中国往何处去？

中国的出路在哪儿？个人往何处去？

个人的出路在哪儿？ 为蒋学模答疑
解惑的途径，是读书。首先引起他兴
趣的是孙本文的 《社会学ABC》，让
当时只是中学生的他惊奇地发现 ，

“原来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有人
专门把它当作一门学科的对象来研
究。 ”后来，一本波格丹诺夫关于社
会意识形态发展的书， 更让他豁然
开朗：“原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
律可循的， 现在世界上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社会， 都是要发展到以公有
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
义社会去的，而在未来社会里，将不
再有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从此， 他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 但在上世
纪30年代的上海，能找到的只有河
上肇的《〈资本论〉入门》和里昂节夫
的 《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 》等寥寥
几本书 。 后来在四川大学经济学
系，老师在课堂上讲资产阶级经济
学 ，他自己却私下硬啃1938年在重
庆出版的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
《资本论》第1卷。

1941年，大学毕业后的蒋学模
先是在香港的 《财政评论》 社当编
译，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
陷。他几经流离颠沛，回到重庆进入
财政部的财政研究委员会当编译 。

但国民党政府的研究机构官僚气息
浓重，每天上班就是喝茶、抽烟、看报
纸、聊天，初出校门不久的他，“在那
样的气氛中，简直感到要窒息了。 ”

所幸不久后， 复旦大学的 《文
摘》社递来“橄榄枝”，蒋学模毫不犹
豫地辞去财政部的工作， 成为该社
的编辑。 从1945年进入《文摘》社到
1949年《文摘》社解散，除了每月承

担两期 《文摘 》约10万字的翻译任
务外， 他还翻译了多部文学古典名
著、 长篇小说、 人物传记和历史著
作 ， 完成的译作总计9部约230万
字，平均每年46万字。 其中，使他一
举成名的《基度山恩仇记》的翻译工
作，便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上世纪
80年代，该书改名为《基度山伯爵》

重新出版时，一时间洛阳纸贵。今天，

市场关注度最高的仍是他的译本。

在儿子蒋维新看来， 回过头来
看父亲早年的这段经历， 从事翻译
工作可以说是当初动荡时局下的谋
生之举， 尽管父亲表现出了惊人的
天赋，他简明轻快的文笔成就了《基
度山恩仇记》， 也让29岁的他因此
“一炮而红”， 但这只是他璀璨人生
的一面———大学毕业后谋生的不
易、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国民党统
治下的社会动荡，都让他深深感到，

儿时的愿望非但没有解决， 反而愈
发严峻迫切， 这也使得他并没有继
续走上翻译家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政
治经济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正如《基度山恩仇记》的结尾写
道：“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
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终
于，蒋学模等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
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为之奋斗终生。

上海解放后， 蒋学模进入复旦
大学经济学系任教。 他先是开了两
门新课“苏联经济建设”和“东南欧
经济”， 不久便转而教授政治经济
学。解放初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几
乎是亦步亦趋地学习苏联 。 1950

年，党中央建立中国人民大学，邀请
苏联专家来讲课， 并要求全国各地
的高教局选派高校青年教师来学
习，蒋学模便是其中之一。

在人大的两年， 蒋学模认为最
大的收获就是 “有整整两年的时间
来读原著”———尽管在解放前，他已
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产生
极大兴趣， 但完全是出于 “零敲碎
打 ”的自学 ，也从未接触过马 、恩 、

列、斯的原著。 这期间，通过阅读原
著，尤其是仔细研读《资本论》，使他
“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基本观点”，奠定了学术的根基。

学习的同时， 蒋学模也笔耕不
辍 。 两年光阴的另一项收获 ，是
195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政治经
济学讲话》。 回到复旦后，他还与同
事们一起编写了供大学本科使用的
《政治经济学讲义》。 由于这两本书
是国内第一次撰写包括有社会主义
部分的政治经济学读物， 受到了社
会的普遍关注。 1955年，蒋学模更
是因此受邀进京和王惠德、 陈道一
起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常识 》，以配
合当时全国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

潮，该书一年之内印行了280万册。

只是这段时间， 苏联教科书的观点
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
与研究中还是处于支配地位。

但“分歧”很快开始出现———中
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 中国工
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途径与苏
联的不同， 以及苏联教科书中关于
变革生产关系时只讲物质前提不讲
上层建筑的问题……这些都使得无
法将苏联的理论“生搬硬套”到当时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
去。 基于这样的矛盾，编写一部“国
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成为当时学者的努力方向。

于是，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掀起
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写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高潮。 编写教
材期间，“毛泽东读 《苏联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成为各地编
书组的理论指导， 也让时为上海编
书组成员的蒋学模“如获珍宝”。 在
晚年的回忆中， 他写道：“我当时觉
得， 毛泽东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注入了辩证法，注入了革命精神，注
入了主观能动性。 ”

当时，13个省市编写了14个版
本的教科书，1960年到中央党校讨
论，会后有两本教材公开出版，蒋学
模与姚耐、 雍文远等主编的上海版
教材是其中之一。 后来华东局组织
的教材评比会中， 这一版教材被推
选为范本。 有学者曾评价，“这本教
材的出版是当年政治经济学建设中
的一件大事，是解放以来我国自创全
新系统以崭新面貌正式出版的第一
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至此
才打破了苏联教科书一统天下的沉
闷局面。 ”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突出成
就， 让蒋学模两次受到了毛泽东主
席的接见。 1958年毛主席在上海接
见教育、卫生、艺术界人士，谈家桢、

蒋学模、孙怀仁、章靳以等六位教授
受到接见。 蒋学模当时40岁，时为
副教授， 与谈家桢等资深教授一起
与毛主席面对面进行了交谈。 1964

年7月17日， 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
他领导人接见高、 中等学校政治理
论课工作会议代表， 蒋学模位列首
排。可以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
代政治经济学大师，他“很早就红极
一时、名声远播”（周秉腾语）。

但很快，“文革”开始了。 20世
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
学研究热潮和体系构建工作基本被
打断。蒋学模的学术之路，也因此耽
搁了10年。

改革开放后， 包括蒋学模在内
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们面前， 一段崭
新的历史徐徐揭开序幕。 尽管 “改
革”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很长的时间

里，怎么改？ 改到什么样子？ 这场没
有脚本的改革里， 他和当时其他人
一样，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979年， 我们党拨乱反正，确
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
线， 政治经济学新教材的编写工作
被提上日程。 蒋学模再次被委以重
任。 这年夏天，接到了高教部政治经
济学教学大纲的编书任务后， 他立
即组织复旦的政治经济学教师编写
教材。

当时， 身为主编的蒋学模已经
62岁。为了完成《教材》的统稿任务，

开不动“夜车”的他一改年轻时的工
作规律，开起了早车。 每天凌晨4点
左右起床工作，泡一杯茶，书桌上放
一些干点心， 这样一直工作到中午
12点。 经过一个月左右紧张的统稿
工作，1980年7月，第1版《政治经济
学教材》终于横空出世。 此后，为了
及时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
论和实践的新观点、新经验，教材每
两年就要作一次较大的修订 ，从
1980年到2005年，一共出了13版。

思想大解放的氛围中， 蒋学模
把过去长期郁结在心头的问题大胆
提了出来， 对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看似“真理”性质的判断提出了质
疑。 1978年，他发表了两篇颇具争
议性的文章，引发学界广泛讨论：其
一是关于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

他指出苏联教科书将资本主义国家
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作为一个经
济规律来表述，是不符合实际的；其
二是关于 “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发
生经济危机”，对长期在社会主义各
国流行的 “社会主义经济是无危机
不断增长”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

对此，有学者批评他是“马克思
主义的经念歪了，自由化了 ”，甚至
将他的思想歪解为 “资本主义无贫
困，社会主义有危机”。 蒋学模却不

以为然， 并且提出，“在理论研究工
作中应该提倡实事求是的好学风 ，

避免对社会主义‘肯定一切’和对资
本主义‘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 ”

类似的这种对政治经济学传统
观念的“拨乱反正”，在蒋学模那里
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在他看来 ，

“不破不立”，“对‘左’的指导思想下
形成的传统观点不破除， 就不能接
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
义推向前进的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改
革开放的方针政策。 ”或许，正是这
种与时俱进的开放心态， 让他得以
“站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前面”， 很快
跟上了日新月异的新形势———

早在1978年，蒋学模就接受了
“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 的观
点。 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和邓小
平的南方谈话发表后， 曾经把计划
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奉为
真理的他， 在看到私有制经济在增
加就业、社会产品供应、国家税收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后， 也逐渐想通并
接受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论
断。随后不久，他还进一步撰文探讨
了我国的国有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如何与市场经济相容， 回应实践提
出的新问题。

提出“市场经济”后，“劳动力是
否是商品” 一度成为当时学界讨论
的热点话题。 蒋学模撰文认为在社
会主义社会中也应该承认劳动力的
商品性。 当时，同为著名经济学家、

蒋学模的一位关系非常要好的同学
看到后，立刻回信“质问”：“你今天
说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 劳动力也
是商品，我们社会是什么性质？ ”甚
至还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坚持这个
观点，朋友情谊也要‘一刀两断’。 ”

回溯这段历史， 思想解放是一
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也恰恰印证
了那句话，“改革没有完成时， 改革

只有进行时”。 正如蒋学模所说，“改
革实践不断向传统的理论观点提出
挑战， 要求经济理论界根据新情况，

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以适
用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 ”

多年来， 这些思想修正和理论
创新全部反映在了 《政治经济学教
材》的一次次修订中，每一版的改动
都吸收了最前沿的学术动态和理论
共识。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伍伯麟就
认为，“蒋先生的教材修改， 伴随着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 及时地
将实践证明是科学正确的经验转换
为教材建设的鲜活素材”。这部教材
的编写工作，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不断演进的一个缩影。

蒋学模曾经说， 有两本书代表
了他的一生，那便是《基度山伯爵 》

与《政治经济学教材 》，这两本广为
流传的著作， 也是数代人的共同记
忆。无论是《基度山伯爵》还是《政治
经济学教材》，为什么“蒋学模版”总
能从诸多版本中脱颖而出， 被首推
为经典并广泛普及？

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的威力
就在于能够武装大众”，蒋学模正是
把握了经济学理论研究使命的精
髓， 其明快流畅的文笔和严密的逻
辑结构， 总是能把深奥的经济理论
讲得浅显易懂、引人入胜。他经常告
诫学生， 做学问不能 “深入深出”、

“浅入深出”， 那是自我清高和卖弄
风骚；而是要“深入浅出”，这本身就
是一个重要的治学过程。 在对所研
究问题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还必
须做到“浅出”，以明白易懂的方式传
播给大众。能否“浅出”，实际上是对学
者所研究问题有否真正掌握的检验。

这种“深入浅出”的治学智慧不
仅落于笔尖， 也反映在他的教学风
格上。 “蒋先生讲课条理清晰，口才
非常好，也很幽默。 ”许多学生的回
忆里，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外系的
学生也来旁听， 迟来的学生只能站
在后面过道上；当年他开一次讲座，

蜂拥而至的人群像现在的明星开演
唱会。 有学生至今对他的一场讲座
记忆犹新， 讲座的内容是关于上世
纪80年代初期的商品经济， 蒋学模
在开头提到了当时被列为“禁曲”的
《乡恋》。 “老师的思想很开放，李谷
一的这首歌因缠绵悱恻被批判为‘靡
靡之音’，他却觉得没什么问题。 ”

“开放 ”，这也是学生们提及最
多的老师身上的特质。 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张晖明谈到，1977年到
1978年，上海几家大型图书馆的经
济学科领域藏书都少得可怜， 外文
图书更是非常少， 蒋学模就组织青
年教师去北京图书馆查阅， 并安排
相关的资金复印材料。 上世纪80年
代初， 蒋学模是当时少数代表中国
经济学家参加国际会议的学者，一回
校就组织向全系师生作考察报告，将
所见所闻分享给大家。 “老师很喜欢
与年轻人对话交流， 也很善于接受
新的学术成果。 在教材的修订过程
中， 也充分尊重和听取年轻人的意
见， 宽容地吸纳了西方经济学的一
些范式和内容。 ”张晖明这样说。

晚年的自传中， 蒋学模将自己
的治学之道总结为“不能守旧、不怕
守旧”。 对于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

他也曾这样自我剖析道：“像我这样
年龄的理论工作者， 受高度集权模
式的影响较大，一般把我归为‘保守
派’之列，但我自信还不是顽固派 。

不是先知先觉，但还不是死硬派，是
随着时代脉搏前进的人。 ”他还说，

“但我又绝非‘风’派，我讲课或写文
章中的观点，总要自己想通了才写，

自己没有想通，人云亦云，这样的文
风是没有的。 ”

这不免令人回忆起上世纪8 0

年代，两位经济学家蒋学模和于光远
之间的一段著名对话：一次学术研讨
会上，于光远戏称自己是“死不悔改”

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蒋学模随后回
应，宁愿把自己称作“是一个不断改
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

“用今天比较时兴的表达语言
就是‘与时俱进’。 ”张晖明这样理解
老师的 “不断改悔”，“ 以问题为导
向， 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时期
如何保持活力， 能够联系中国改革
的实践，做到不断丰富发展，这是他
一直在做的事情。 ”

“他一直站在他
们那一代人的前面”

“他很早就红极
一时、名声远播”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陈瑜

蒋学模：“不能守旧，不怕守旧”

◆做学问时， 蒋学模有个 “秘密武器”。 那是一个木制卡片箱，

四个小抽屉装了 3000 多张资料卡片， 卡片上是密密麻麻的蝇头

小字， 按照规律进行了编排。 这是他几十年研究工作的见证。

他说， “一个人的研究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内开展……每天都会

有新的观点、 新的数据出来， 我做这些卡片就是为了积累各方

面的资料和数据， 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上。”

【做学问的 “秘密武器”】

◆著名翻译家陆谷孙曾这样评价蒋学模翻译的 《基度山伯

爵》： “虽然蒋先生翻译的 《基度山伯爵》 是从英译本转译

而来，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译本的可读性， 我认为翻译得很

好， 读上去很舒服。 至今我依然记得小说中基度山伯爵伪装

成英国人， 蒋先生这样翻译道： ‘他迈着大不列颠子孙特有

的步伐……’ 非常妙！”

【译著 《基度山伯爵》 受称赞】

◆1958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见教育、卫生、艺术界人士，谈家

桢、蒋学模、孙怀仁、章靳以等六位教授受到接见。 蒋学模当

时40岁，时为副教授，与谈家桢等资深教授一起与毛主席面

对面进行了交谈。 1964年7月17日，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

领导人接见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代表，蒋学模

位列首排。

【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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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守旧，不怕守旧。 ”从传统
中走来， 蒋学模终生坚持马克思主
义，但并不拘泥于传统，而是根据中
国的实践经验不断创新，为马克思主
义的发展注入了时代养料———首版
于1980年，面世以来不断修正，再版
13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便是最好
的例证。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
程，他及时地将实践证明是科学正确
的经验转换为教材建设的鲜活素材。

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演进的一个缩影。

为 “人人都有工
做，人人都有饭吃”而
走向政治经济学

“深入浅出”本身
就是重要的治学过程

蒋学模 (1918.3—2008.7） 浙江慈溪人 ，

经济学家，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经济学会

原名誉会长。 2004 年获上海市第一届哲学社

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 在近 70 年的学术生涯

中， 共出版学术专著 30 余部， 主编政治经济

学教材和著作 10 余部、 文学和经济学译著 10

余部。 其中包括连续再版 13 次、 印刷达 2000

万册高等学校通用教材 《政治经济学教材》。

他还是 《基度山伯爵》 中文版初译者。

【学术档案】

“两本书代表了我的一生”

荨 《政治经济学教

材(第 13 版)》，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5 年

荩《基度山伯爵 》，人民

文学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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